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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生猪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利用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 ( 原济源市) 2013—2016年入户跟踪调查数据，通过面板随机效应 Probit 模

型和 Ordered Probit模型对养殖户疫情报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 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

长，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养殖户在疫情发生时更倾向于报告; 有养殖贷款、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较小的养殖户更愿意进行疫情报告; 参加过政

府培训、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更高的养殖户疫情报告意愿更强，且这 2种影响因素的平均边际效应较大; 而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疫情报告行为无显

著影响。本研究相关结果为进一步完善突发动物疫情控制水平的政策建议及行政决策提供了微观实证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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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osing pig farm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epidemic reporting behavior． The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6 in Jiyuan City，Henan Province has been used，and the panel Probit model and the panel ordered
Probit model with random effects have been appli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has been illus-
trat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Pig farmers who are younger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higher degree of risk a-
version sense prefer to report． 2. Households who have breeding loan and households whose farming income accounts for a small percent of to-
tal family income have greater willingness to disclose epidemic． However，breeding scal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reporting behavior．
3. Farmers who have received special training by the government and have more trus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mises possess stronger in-
tention of reporting，and th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 of the two factors is relatively high．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provides empirical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 for governmental policy making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in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utbreak of animal epi-
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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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更是畜牧业大国。我国肉
类和禽蛋产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畜牧业总产值约占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1 /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畜牧业产值约 3. 05万亿元，2017 年超过
3. 20万亿元。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2018 年我国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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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产值有所下降，但仍高达 2. 87 万亿元。据农业
农村部统计，中国人均肉类占有量已达 64 kg，畜禽
养殖的直接收入为家庭农业经营现金收入的 1 /6。作
为我国农业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对保障肉类食

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均有重
要意义。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动物疫病，对畜牧业的
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据估计，每年由于动物发病死
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 400亿元，相当于养殖业总
产值增量的 60%左右［1］。重大动物疫病是严重威胁
养殖户 ( 场) 生产的主要问题，也是关乎食品安全

与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在近 30 年感染人类的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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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75%是来自于动物源性病原体，全世界每年约
1 700万人死于传染病，且主要为人兽共患病［2］。
鉴于动物疫情的危害性，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突发

动物疫情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3］。考虑到突发动物
疫情具有传染性强和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因此疫情报

告的及时性显得尤为重要。养殖户作为畜牧生产和疫
病防控的主体，处于疫情控制的第一线，其是否及时

主动报告疫情直接关乎政府能否及时采取疫情防控措

施，从而影响突发动物疫情的可控程度。《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
均对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相关规

定，并明确了不履行报告义务的法律处罚。然而，在
政府补贴政策激励性不足或养殖户对动物疫情扑杀补

贴政策不知晓的情况下，对于养殖户而言，报告疫情

后政府对动物进行扑杀、隔离以及紧急免疫等将给其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部分养殖户会选择隐瞒
动物疫情［4－5］，导致动物疫情得不到及时控制，病死

动物无法得到妥善处置甚至可能流入市场，从而造成

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矛盾。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市场，也是生猪养

殖和猪肉生产大国。因此关注突发动物疫情风险下养
殖户的报告行为，识别该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我

国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能力，保障肉类食品安全和公

共卫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河南省济源
产城融合示范区 ( 原济源市) 的入户跟踪调查资料，

以生猪养殖户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对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并结合现实情况和相关政策进行可能的机理解

释，以期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激励养殖户主动报告动物

疫情，改善突发动物疫情控制水平的政策建议，为政

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微观实证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所使用的数据为 2013至 2016年河南省济源产城

融合示范区 ( 原济源市) 生猪养殖户跟踪调查数据，

所有样本皆通过严格的分层随机抽样获得，代表性

强。通过 4次调查，共获得了 4 436 个样本。在具体
筛选数据时，首先剔除了因各种原因当年不再养猪的

农户，最终确定样本量为 2 276个。
1. 2 理论分析标准
针对养殖户面临突发动物疫情时的报告决策行

为，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将该行为放入相关分析框架

中，可确定影响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与否的因素主要

有养殖户的个人特征、信仰特征、风险态度、养殖经
营特征以及政策环境 5 个方面［6］。具体来看，年龄、
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以及风险态度主要会影响养

殖户对动物疫情报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对该行为的知觉

控制，进而影响报告意愿。宗教信仰、党员身份等带
来的信仰差异将使得养殖户受到特殊的价值引导和不

同团体的社会压力，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其动

物疫情报告行为产生影响。不同养殖户饲养经验、饲
养规模等养殖特征差异决定了其抵抗和处理疫情的水

平与规范程度的不同，对养殖户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

规范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报告意愿的不同。是否参加
过培训、对基层政府承诺的信任程度等环境因素使得
不同养殖户对动物疫情报告的重要性、政府疫情处理
能力的认知存在差异，通过作用于其对报告行为的态

度和知觉控制来影响报告与否的决定。
1. 3 变量定义及赋值
结合问卷调查资料，对养殖户户主个人特征、信

仰特征、养殖特征、环境特征以及养殖户的风险态度
这 5方面影响因素的具体变量选取如下: 个人特征变
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户口以及其是否为村干部;
信仰特征变量包括是否为党员和是否有宗教信仰; 养

殖特征变量包括养猪经验、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例、养殖场的能繁母猪存栏数、是否为养殖大户、
养殖场是否有台账记录以及生猪养殖是否有贷款，其

中是否为养殖大户系根据当年育肥猪出栏量是否大于

200头进行划分，是否有台账记录反映了养殖场的饲
养是否规范; 环境特征变量包括是否参加过政府培训

以及对基层政府承诺的信任程度，其中信任程度根据

问卷设计分为“不信任”、 “一般信任”和 “信任”
三级; 风险态度的衡量以养殖户受调查年份是否醉酒

作为代理变量，醉酒过的养殖户表示更偏好风险。
对于养殖户的动物疫情报告行为，问卷中的相关

问题为“如果猪场里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您是否会
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设有 “不报告”、 “看情
况”、“报告”以及 “没有想过”4 个可选项。由于
回答“没有想过”的养殖户其动物疫情报告行为的
选择无法明确，故剔除了回答这一选项的样本。因此
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疫情报告情况根据问卷设计分为

“不报告”、 “看情况”与 “报告”三级。进而，将
前两者选项进行合并后与 “报告”选项生成虚拟变
量是否报告动物疫情。所有变量的定义及赋值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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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名 定义及赋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报告疫情 虚拟变数: 发生重大疫情时养殖户向政府报告= 1

疫情报告情况 分为 1，2，3三级，发生重大疫情时养殖户选择不向政府报告= 1，看情况= 2，向政府报告= 3

个人特征变量

年龄 养殖户户主的年龄 ( 单位: 岁)

教育程度 养殖户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 单位: 年)

户口 虚拟变数: 养殖户户主的户口为非农户口= 1

是否为村干部 虚拟变数: 养殖户户主为村干部= 1

信仰特征变量

是否为党员 虚拟变数: 养殖户户主为党员= 1

是否有宗教信仰 虚拟变数: 养殖户户主有宗教信仰= 1

养殖特征变量

养猪经验 养猪的年限 ( 单位: 年)

养猪收入占比 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 单位: %)

能繁母猪数量 调查年份截止调查时间的能繁母猪存栏量 ( 单位: 头)

是否为养殖大户 虚拟变数: 目标调查年份生猪出栏量为 200头以上= 1

是否有台账记录 虚拟变数: 有台账 ( 疾病) 记录= 1

是否有贷款 虚拟变数: 养殖户有生产性贷款= 1

环境特征变量

是否参加过培训 虚拟变数: 养殖户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培训= 1

基层政府信任度 分为 1，2，3三级，对基层政府承诺不信任= 1，一般信任= 2，信任= 3

风险态度

是否醉酒 虚拟变数: 目标调查年份喝醉过= 1，醉酒过表示更偏好风险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猪养殖户样本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 2统计的跟踪调查生猪养殖户总样本的基

本特征情况可知，被调查养殖户的平均年龄为 51. 49
岁，与从事养殖生产人员年龄偏大的现实情况一致;

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 6 年，平均养猪经验为
9. 71年，其知识水平保证受访者可以理解问卷内容
并进行作答; 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占比为

61. 51%，表明养猪收入是养殖户家庭收入的一个重
要来源; 受访者中年生猪出栏量大于 200头的生猪养
殖户仅为 11%，小规模生猪养殖户仍占绝大多数;
仍有 50%的养殖户未设台账记录，养殖规范有待提
高; 高达 89%的养殖户参加过政府培训，养殖户对
基层政府承诺信任程度的平均值为 2. 75，表明当地
行政主管部门对生猪养殖行业的管理较为成功。
2. 2 生猪养殖户疫情报告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生猪养殖户疫情报告行为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

析 ( 表 3) 显示，全部样本中不进行动物疫情 “报
告”的养殖户比例为 1. 49%，其中当年生猪出栏量
小于 200 头的 “养猪小户”的比例高于 “养猪大
户”; 有 10. 94%的养殖户选择“看情况”，即依据疫
情发生情况进行报告与否的判断，同样是养猪小户的

比例多于养猪大户; 而选择 “报告”的养殖户占比
为 87. 57%，养猪大户的比例更高。总体看来，明确
表示不报告的养殖户比例较低，表明养殖户对动物疫

情较为重视，在动物疫情报告方面做得较为规范。但
未明确表示报告的养殖户比例仍有 12. 43%，说明动
物疫情报告工作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识别养殖户动

物疫情报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促使养殖户更为主
动及时地报告动物疫情具有现实意义。从养殖规模
看，养猪大户的报告规范程度高于养猪小户，但两者

差异不大。从时间上看，2013 年与 2014 年样本 “报
告”与否的差异较小，2015 年和 2016 年动物疫情报
告的规范程度较前 2年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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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6年间所有样本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偏差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年龄 2276 51. 49 8. 50 51 90 20

教育程度 2276 8. 60 2. 44 8 20 0

户口 2276 0. 02 0. 15 0 1 0

是否为党员 2276 0. 08 0. 28 0 1 0

是否为村干部 2276 0. 06 0. 24 0 1 0

是否有宗教信仰 2276 0. 11 0. 32 0 1 0

养猪经验 2276 9. 71 3. 92 10 35 1

养猪收入占比 2276 61. 51 25. 39 60 100 10

能繁母猪数量 2276 12. 15 18. 07 10 500 0

是否为养殖大户 2276 0. 11 0. 31 0 1 0

是否有台账记录 2276 0. 50 0. 50 0 1 0

是否有贷款 2276 0. 43 0. 49 0 1 0

是否参加过培训 2276 0. 89 0. 31 1 1 0

基层政府信任 2276 2. 75 0. 52 3 3 1

是否醉酒 2276 0. 08 0. 28 0 1 0

表 3 生猪养殖户疫情报告情况 %

疫情报告情况
4年总样本

全部样本 ( 2 276) 养猪小户 ( 2 026) 养猪大户 ( 250)

2013年
( 323)

2014年
( 789)

2015年
( 542)

2016年
( 622)

不报告 1. 49 1. 53 1. 20 1. 24 2. 79 0. 74 0. 64

看情况 10. 94 11. 01 10. 40 15. 17 14. 83 8. 86 5. 63

报告 87. 57 87. 46 88. 40 83. 59 82. 38 90. 41 93. 73

注: 1) 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对应的样本量; 2) 养猪大户与小户的划分标准为调查当年生猪出栏量是否大于 200头

2. 3 生猪养殖户“是否报告动物疫情”影响因素的
实证结果

对以 “是否报告动物疫情”为被解释变量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表 4 所示，第 ( 1 ) 、
( 2) 、( 3) 列分别为线性概率模型、混合回归 Probit
模型以及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整体来
看，3种模型下各个变量系数的显著程度基本一致，
显著方向完全相同，系数大小差异也不大，表明本研

究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但是采用线性概率模型估计
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的方程存在偏效应问题，并且

表 4最后一行的极大似然比检验［7］结果显示，在 5%
水平上拒绝不存在个体效应的原假设，即相对于混合

回归，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2. 4 生猪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行为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研究数据，本研究最终根据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将影响生猪养殖户动物疫情
报告行为的因素总结归纳如下:

( 1) 养殖户户主的 “年龄”对其动物疫情报告
行为有负向影响，且在 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
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倾向于报告动物疫情［8］。可

能的原因是养殖户的年龄越大，越可能保留传统的饲

养习惯，而传统饲养习惯相对而言较为不规范，在发

现养殖场出现问题时通常选择自己处理。并且从信息
接收角度解释，年轻的饲养者接收信息的渠道往往更

多，对政府动物疫情控制相关的扑杀补贴和惩罚等政

策更为了解，因而更愿意报告动物疫情。
( 2) “教育程度”变量在 1%水平上显著，在控

制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年限每增长一

年，养殖户选择报告的平均边际效应增加 0. 0122。
一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养殖户行为相对更为理性，

面对动物疫情报告与否的决策时能更好地衡量各方面

的收益损失，在当地政府生猪养殖管制较为严格，扑

杀补贴政策较为完善的背景下更可能做出报告动物疫

情的理性决策。而且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养殖户通常对
政府相关政策的知晓程度更高，对动物疫情知识了解

也更多，更能意识到不报告动物疫情的危害性。
( 3) “养猪收入占比”变量在 10%水平上显著为

负，说明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大，养殖户越

不愿意进行动物疫情报告，但平均边际效应较小。这
是由于政府知晓疫情后，其组织的封锁、扑杀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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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会给养殖户带来生猪死亡、养殖经营中断等经
济损失。而对于相同的经济损失，养殖收入在家庭收

入中占比越大的养殖户，其承受能力可能越弱。

表 4 生猪养殖户疫情报告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线性概率模型与 Probit模型

被解释变量: 是否报告疫情

变量名
( 1) 线性概率模型 ( 2) 混合回归 Probit ( 3) 随机效应 Probit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年龄 －0. 002 9＊＊＊ 0. 000 8 －0. 003 0＊＊＊ 0. 000 9 －0. 002 9＊＊＊ 0. 000 9

教育程度 0. 013 4＊＊＊ 0. 003 1 0. 012 7＊＊＊ 0. 003 0 0. 012 2＊＊＊ 0. 002 8

户口 0. 036 8 0. 037 6 0. 043 2 0. 057 4 0. 043 7 0. 049 3

是否为党员 －0. 010 7 0. 029 1 －0. 005 4 0. 026 2 －0. 005 4 0. 026 2

是否为村干部 －0. 011 5 0. 032 6 －0. 008 4 0. 029 3 －0. 010 3 0. 029 8

是否有宗教信仰 0. 033 4* 0. 019 8 0. 038 0* 0. 022 2 0. 035 2 0. 023 3

养猪经验 0. 000 8 0. 001 7 0. 000 8 0. 001 7 0. 001 0 0. 001 8

养猪收入占比 －0. 000 4 0. 000 3 －0. 000 5* 0. 000 3 －0. 000 5* 0. 000 3

能繁母猪数量 －0. 000 6 0. 000 6 －0. 000 5 0. 000 4 －0. 000 5 0. 000 3

是否为养殖大户 0. 022 3 0. 024 8 0. 022 8 0. 023 9 0. 017 7 0. 023 8

是否有台账记录 0. 006 6 0. 014 5 0. 007 9 0. 014 2 0. 006 2 0. 013 6

是否有贷款 －0. 027 2* 0. 014 9 －0. 027 5* 0. 014 4 －0. 026 9* 0. 014 0

是否参加过培训 0. 059 0＊＊ 0. 026 2 0. 058 3＊＊＊ 0. 019 4 0. 059 3＊＊＊ 0. 019 3

基层政府信任 0. 015 8 0. 015 8 0. 065 7＊＊＊ 0. 011 7 0. 062 9＊＊＊ 0. 011 6

是否醉酒 －0. 104 6＊＊＊ 0. 031 2 －0. 088 1＊＊＊ 0. 021 2 －0. 084 1＊＊＊ 0. 021 4

截距项 0. 674 2＊＊＊ 0. 076 6 0. 425 7 0. 365 3 0. 482 2 0. 383 5

sigma_u — — — — 0. 342 2 0. 116 5

rho — — — — 0. 104 8 0. 063 9

Ｒ2 /伪 Ｒ2 0. 047 2 0. 060 0 —

样本量 2 276 2 276 2 276

Likelihood－ratio test of rho= 0: chibar2 ( 01) = 2. 84

Prob ＞ = chibar2 = 0. 046

注: 1) 表中所指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2) ＊＊＊ P＜0. 01，＊＊ P＜0. 05，* P＜0. 1; 3) 极大似然比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存在个体效应

( 4) 相对于有养殖贷款的养殖户而言，无养殖
贷款的养殖户报告动物疫情的概率要高出 2. 69%，
该变量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有
贷款的养殖户需要通过养殖收入偿还贷款，比无贷款

的养殖户承担更高的养殖风险，报告动物疫情后的封

锁、扑杀等行为对其养殖收入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因而更可能选择不报告疫情。
( 5) 政府培训对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行为有正

向促进作用，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与现有的相关研
究结论一致［9－10］。参加过政府培训的养殖户疫情报告
几率比未参加过的养殖户高 5. 93%。对此，可能的
原因是政府的培训内容会涉及政府动物疫情控制政

策，包括动物疫情报告政策的解读，一方面使得养殖

户意识到动物疫情报告的重要性以及瞒报的危害性;

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养殖户对相关疫情处置政策包括补

贴以及违法行为罚款等措施的了解程度，进而提高养

殖户动物疫情报告的积极性［11］，同时也可以使得养
殖户更加相信政府的疫情控制能力。
( 6) “基层政府信任”程度对养殖户动物疫情报

告决策的影响较大，养殖户对基层政府承诺的信任程

度越高，发生疫情时其采取报告行为的概率越大，且

作用的平均边际效应为 0. 062 9，在 1%水平上显著。
基层政府是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的对象，养殖户对基

层政府承诺的信任是政治信任的一种体现。有研究表
明，较低的基层政府政治信任会导致公众对基层政府

下达的政策态度消极［12］。因此，在基层政府传达上
级动物疫情控制政策时，养殖户对基层政府承诺的信

任程度将直接影响其对相关政策的态度。信任程度低
的养殖户很可能不相信疫情扑杀补贴的真实性，怀疑

政府实施不报告惩罚规定的可能性，因而倾向于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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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动物疫情。并且，政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
众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大小的判断，因而对基

层政府承诺较为不信任的养殖户也更可能怀疑基层政

府处理和控制疫情的能力，故更偏好隐瞒疫情，自己

进行疫情处置。
( 7) 以“是否醉酒”作为养殖户风险态度的代

理变量，本研究发现，过去一年醉酒过，即偏好风险

的养殖户不进行动物疫情报告的可能性更大，同样在

1%水平上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动物疫情作为
养殖业风险，风险规避程度高的养殖户对其更加厌

恶，因而一旦发现动物疫情，更愿意报告以使其得到

尽快控制。
( 8) 由于在本文涉及的 5 个回归模型中，衡量

养殖规模的 2个变量 “能繁母猪数量”和 “是否为
养猪大户”皆不显著，表明养殖规模对养殖户疫情
报告行为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当地生猪养殖管

理水平较高，对大小户的约束水平无显著差异。此
外， “户口”、 “是否为党员”、 “是否为村干部”、
“是否有宗教信仰”、“养猪经验”以及“是否有台账
记录”这 6个变量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皆不显著，说
明其对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行为无显著影响作用，具

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讨论

近年来，频发的动物疫情对我国养殖业的稳定发

展构成了巨大威胁。严把养殖业重大疫情的防控，对
于稳定养殖业生产经营，保障肉类食品安全和农民持

续增收具有重要意义。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作为疫
情防控的一线主体，养殖户是否主动及时报告疫情将

直接影响动物疫情的控制效果，因此识别其疫情报告

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政府及时获取疫情信息，改进突

发动物疫情控制水平均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关注生猪养殖行业，利用河南省济源产城

融合示范区 ( 原济源市) 2013至 2016 年生猪养殖户
跟踪调查资料，试图识别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行为的

影响因素。首先通过计划行为理论确定影响养殖户动
物疫情报告决策的可能因素，然后采用面板随机效应

Probit模型和面板随机效应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最终发现: 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风

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养殖户在动物疫情发生时更倾向于

报告; 无养殖贷款，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较小的养

殖户更愿意进行动物疫情报告，而养殖规模对户主疫

情报告行为无显著影响; 政府培训、基层政府信任程

度这两种影响因素的平均边际效应较大，参加过政府

培训，对基层政府信任程度高的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

意愿更强，说明政府培训相关作为对激励养殖户主动

报告动物疫情具有积极作用。
虽然本研究发现被调查当地的生猪养殖户疫情报

告行为较为规范，但是仍有 12. 43%的养殖户未明确
表示动物疫情发生是否会进行报告，故依然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相关研究数据和结论，对其他地区畜牧养

殖及行业主管部门完善疫情防控政策也具有借鉴意

义。2018年以来，非洲猪瘟的大面积流行已重创我
国生猪养殖业，不仅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全面影响

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消费，而且必将引发我国生猪

养殖业今后的养殖模式、行业重组、产业升级、疫情
防控等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因此，继续深入系
统地开展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

究，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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